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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子学” 相关理念的传播离不开教育活动的参与。 经历了近百年的文化断裂， 传统经典需要

以崭新的面貌再现。 传统儒家教材注重经典性， 兼具现代课程与教材的双重属性， 表现为以教材定课程、
以课程定学程、 以教师定教材、 以考法定教法等特点。 现代教材则在学科规划下编写， 重视学习者的认知

特点， 表现为以学科范畴规划教材、 以认知规律编纂教材、 以课程标准教授教材等特点， 以四书五经为代

表的传统儒家教材经过现代学科的规划改变了儒家经典教材的既有形态。 儒家教材的沿革过程是诸子学说

在传统教育中沿革的缩影， 对其特点进行梳理有助于探索符合现代教育规律的 “新子学”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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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教育中经与子相对应， 学校教育以

经学为主体， 以史、 子、 集为辅翼。 近代以

降， 面临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西学以强

势的姿态进入我国教育领域， 先秦原典开始以

西方学科范式重新规划。 在新的学科体制的压

仄之下， 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传统教本开始以

学科知识的形态融入现代教材。 传统教本与现

代教材在编纂逻辑和教育过程大相径庭， 其差

异性反映了原典教育的独特之处。 “新子学”
的提出符合了中西文化近代交融的背景， 对于

重新构建原典教育体系意义重大。 在 “新子

学” 理念下， 观照传统教本与现代教材的异

同， 研究其利弊得失， 对于构建全新的原典传

承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一、 兼具现代课程与教材属性的
儒家原典教本

从三代 “王官学” 时代的 “六艺” 教育到

汉代以后的经学教育， 我国传统教育实现了第

一次重要转变。 “六艺” 教育时期， 典籍著于

简帛， 藏之秘府， 官守学业， 官有学而民无

学。 孔子开私学， 删述 “六经”， 实现了从

“六艺” 教学到 “六经” 教学的转变， 开启了

我国教育的新篇章。 汉武以后， 儒术独尊， 开

太学以养士， 五经博士的设立使得经学教育体

系初具规模。 宋代以后， 四书学兴起， 儒家

“十三经” 的教材体系形成， 以经学为主干，
以史、 子、 集为辅翼的经学课程体系开始完

善。 在教法上， 传统教材针对童子与成人形成

了经学记诵和义理阐释的两级学习模式， 塑造

了 “以考促学” 的教育形态。 分析传统教本的

特点，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以教材定课程

先秦 “六艺” 教育时期， 课程主要以礼、
乐、 射、 御、 书、 数六类 “活动课程” 进行分

类。 《周礼·地官·司徒》 中认为作为教师的

“保氏” 的职责是： 掌养国子以道， 教之 “六

艺”， 根据郑玄解释， “六艺” 主要包括 “五礼、
六乐、 五射、 五御、 六书、 九数”。［１］２６７ － ２６８ 通过

郑玄的注解， 我们知道西周 “六艺” 已经形成

相对完备的课程体系。 到孔子时， 夫子以 《诗》
《书》 《礼》 《乐》 《易》 《春秋》 教人， 邹鲁之

士、 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 《庄子·天运篇》）， 传

统的课程开始从 “活动” 转向 “文献”。 例如当

时楚庄王命大臣申叔时教授太子， 申叔时的建议

是： “教之 《春秋》， 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 以

戒劝其心； 教之 《世》， 而为之昭明德， 而废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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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焉， 以休惧其动； 教之 《诗》， 而为之导广显

德， 以耀明其志； 教之 《礼》， 使知上下之则；
教之 《乐》， 以疏其秽而镇其浮； 教之 《令》，
使访物官； 教之 《语》， 使明其德， 而知先王之

务， 用明德于民也； 教之 《故志》， 使知废兴

者， 而戒惧焉； 教之 《训典》， 使知族类，行比

义焉。” ［２］５２８ － ５２９在他开列的课程中， 基于文献典

籍的教本已经占据绝大多数， 而且在其课程设计

中还没有严格的经、 史、 子、 集的区分。
汉代设立五经博士， 确立了 《诗》 《书》

《礼》 《易》 《春秋》 五经的核心教材地位。 到

唐代时， 中央建立起 “六学一馆” 的官学教育

体系， 其中国子学、 太学、 四门学将教授的经学

分为正经和旁经， 其中正经有九： 《礼记》 《春
秋左氏传》 为大经； 《诗》 《周礼》 《仪礼》 为

中经； 《易》 《尚书》 《春秋公羊传》 《春秋谷梁

传》 为小经。 旁经有三： 《孝经》 《论语》 《老
子》。 学三经者， 于大、 中、 小三经中各选一

经。 学习五经者， 大经全选， 余则各选一经，
《孝经》 《论语》 于正经以外， 皆需兼修， 以资

补助。［３］１９１至此， 经学教材从汉代的 “五经” 发

展为唐代的 “十二经”。 经过宋儒的表彰， 《孟
子》 超子入经， 进入到经学教育核心， 构成了

儒家 “十三经” 的教材体系。
观察儒家原典教材的特点， 我们就会发现

《诗》 《书》 《礼》 《易》 《春秋》 《论语》 等类

似于现在的教材， 但也有所差别。 例如： 传统教

材本身就是课程分类标准， 以 《论语》 为例，
首先， 在 《论语》 这一课程下， 有不同的诠释

版本， 何晏的 《论语集解》、 皇侃的 《论语义

疏》、 邢昺的 《论语注疏》、 朱熹的 《论语集注》
等都曾经作为官方教材。 其次， 《论语》 在学习

过程占据特定的学程， 出现了童子与成人的两级

分段， 具有现代课程的属性。 正如有学者所说：
“现代中小学教育依据课程命名教材， 传统私塾

教育由教材命名课程。” ［４］ 我们将传统原典教材

的这一显著特点命名为 “以教材定课程”， 而以

“教本” 来命名原典教材。
（二） 以课程定学程

传统儒家教本的选择由不同时期官方教育机

构对原典重要性的判断来决定， 这些教本的学程

由什么来决定呢？ 从唐代官学教育的规定来看，

选修 《孝经》 《论语》 者， 以一年为限， 选修

《尚书》 《公羊传》 或 《谷梁传》 的各以一年半

为限， 选修 《易》 《诗》 《周礼》 或 《仪礼》
的， 各以两年为限， 选修 《礼记》 或 《左传》
的， 则各以三年为限。［３］１９２这种学程的分类标准

一个主要依据是经书字数的多少和难易程度。 从

南宋国子监主簿、 经学家郑耕老统计的 “九经”
字数来看， 分别是： 《毛诗》 ３９ １２４ 字， 《尚书》
２５ ７００ 字， 《周礼》 ４５ ８０６ 字， 《礼记》 ９９ ０２０
字， 《周易》 ２４ ２０７ 字， 《论语》 １５ ７００ 字， 《孟
子》 ３４ ６８５ 字， 《孝经》 １ ９０３ 字， 《春秋左传》
２０１ ３５０ 字， 大小九经， 合 ４８４ ４９５ 字。［５］２６４对比

唐代官学的学程安排， 显然经书的字数是学程长

短的重要考量。
陈桂生教授认为 “古代课程” 实际上是

“学程”。［６］１１０从现代教材来看， 教材知识按照学

科进行划分， 学制阶段划分主要的考虑是学习者

的心理和生理成长规律和对学习内容的接受程

度。 传统教材没有这些心理学研究为基础， 教材

的学程安排更多地考虑教学需求， 依靠教学经验

定夺。 经书本身的难易程度， 教学过程中的掌握

程度成为学程安排的主要依据， 教师在学程安排

上具有很大的决定权。 传统教材的这一特点可以

称为 “以课程定学程”。
（三） 以教师定教材

传统儒家教本的选择中， 教师是很大的影响

因素。 汉代经学教育中讲求 “师法” 与 “家

法”， 学习过程中选择了特定的教师即选择了相

应的教本， 例如 《诗》 学的韩生、 申公； 《书》
学的伏生； 《易》 学的杨何； 《春秋》 的胡毋生；
《礼》 学的高堂生等； （ 《史记·儒林列传》） 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为保持 “师法” 的纯洁性， 不

敢有一字悖师。 到宋代时， 书院兴起， 跟随不同

的理学大师学习， 决定了对经书的不同理解， 教

师决定了教本的选择。 其次， 教师还决定了经书

的学习次序。 例如朱熹就对四书的学习次序做出

了自己的安排： “某要人先读 《大学》， 以定其

规模； 次读 《论语》， 以立其根本； 次读 《孟

子》， 以观其发越； 次读 《中庸》， 以求古人之

微妙处。” ［７］４１９ 朱熹的后学程端礼在 《程氏家塾

读书分年日程》 中对于经学教育的学程做出了

详细规划。 他认为： “八岁入学之前， 读 《性理

７４



集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２ 卷　

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字训》， 用来取代 《千字文》， 并让儿童诵读朱

熹 《童蒙须知》。 八岁入学以后， 读 《小学》 书

正文， 《小学》 书毕， 次读 《大学》 经、 传正

文， 次读 《论语》 正文， 次读 《孟子》 正文

……前自八岁约用六七年之功则十五岁前， 《小
学》 书、 《四书》、 《五经》 正文可以尽毕……十

五岁以后， 先读 《大学章句》、 《或问》， 《大学章

句》、 《或问》 毕， 次读 《论语集注》、 次读 《孟
子集注》、 次读 《中庸章句》、 《或问》， 次钞读

《论语或问》 之合于 《集注》 者， 次读 《孟子或

问》 之合于 《集注》 者， 次读本经。” ［８］７ － １４

到明清时期， 基本上形成了先学习 《三字

经》 《百家姓》 《千字文》 为主的 “识字” 书，
再学习 《大学》 《论语》 《孟子》 《中庸》， 最后

学习 《五经》 的学习次序。 当然， 在具体教学

过程中， 教师具有一定的选择空间。 蔡元培回忆

他小时候入私塾的学习经历时提到： “进入家塾

以后， 那时候初入塾的幼童， 本有两种读书法：
其一是先读 《诗经》， 取其句短而有韵， 易于上

口。 《诗经》 读毕， 即接读四书 （即 《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 其一是先读 《三
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神童诗》、 《千
家诗》 等书， 然后接读四书。 我们的周先生是

用第二法的。 但我记得只读过 《百家姓》、 《千
字文》、 《神童诗》 三种。” ［９］２６８ － ２７２

从上述描述中， 我们也能看出， 传统教本的

选择和教授中， 虽然具有 “字书—四书—五经”
这样的次序， 但是教师对具体教本的选择有很大

的权利。 现代教材的编纂中， 课程标准是重要的

依据， 通过合理的学程安排完成相应的课程目标

是编纂者首先考虑的问题。 现代教材与学制安排

和学科知识结构相匹配， 教材的选择集中于教育

主管部门， 教师的选择空间并不大。 传统教育

中， 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应付入仕的资格考试， 在

具体教学中， 每一阶段的教本选择， 依从那些学

者的注本， 教学过程的具体次序等都由教师来决

定， 即 “以教师定教材”。
（四） 以考法定教法

在教法的选择上， 传统教育相对单一。 教法

的僵化导致了 “槚楚二物” 成为延续千年的惩

戒工具。 当然， 传统教法的流行与考试的方法息

息相关。 汉代的 “对策” 与 “射策” 主要考察

应试者从经书中寻找应策方略的能力， 而五经博

士则考察学习者对 “师说” 的掌握程度， 这些

内容都要以熟记经书为前提。 唐代的明经考试方

法主要是 “帖经” 与 “墨义”， 《唐六典》 记

载： “诸明经试两经， 进士一经， 每经十帖。
《孝经》 二帖， 《论语》 八帖。 每帖三言。 通六

以上， 然后试策， 《周礼》、 《左氏》、 《礼记》
各四条， 余经各三条， 《孝经》、 《论语》 共三

条， 皆录经文及注意为问。 其答者须辨明义理，
然后为通。 通十为上上， 通八为上中， 通七为上

下， 通六为中上。 其通三经者， 全通为上上， 通

十为上中， 通九为上下， 通八为中上， 通七及二

经通五为不第。” ［１０］４５在这类考试中， 类似于填空

题和简答题， 考生对经文和注释的熟悉程度是最

主要的测试方面。
北宋以后， 科举考试转向经义文， 明清时期

变为八股文， 经学的学习内容还是主要在 “十
三经” 体系内。 这一时期的教学法基本形成了

“童年诵经、 成年明理” 的两级学习模式， 即童

年主要背诵经文的内容， 成年以后开始研读经书

的注解。 具体的教法还是以让学生背诵为主，
《红楼梦》 第九回记载， 贾宝玉入学堂以后学习

了 《诗经》， 而贾政则对伴读李贵说： “那怕是

再念三十本 《诗经》， 也都是掩耳盗铃， 哄人而

已。 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 就说了： 什么 《诗
经》 古文， 一概不用虚应故事， 只是先把 《四
书》 一气讲明背熟， 是最要紧的。” ［１１］１３５ － １３６清代

科举考试主要从 《四书》 中命题， 考生需要依

从朱熹的 《四书集注》 来作答， 这也决定了教

学过程以熟背经典为前提。
与现代教育相比， 传统教材在教法上的创新

尤为不足。 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人的心理认知规律

还没有深层次的把握， 教学过程主要以实践经验

为依据。 现代教育过程中， 从 “教师中心” 到

“学生中心” 的转变使得符合学生认知特点的教

法探索方兴未艾， 各种教育测量手段的兴起也为

教法的改革提供了评价标准。 相比之下， 传统教

材以 “考法定教法” 造成的师生之间的紧张在

现代教育中得到了一定的缓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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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代教育理念下儒家原典教本
向教科书转化

教科书的概念是在 “西学东渐” 的大潮中，
随着教会教育的侵入而逐渐进入中国的。 １８７７ 年

５ 月，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召开。 为了满

足日益增多的教会学校的教学需要， 大会决定成立

“益智书会”， 即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负责筹备

一套初等学校课本。 这样， 中国近代第一个编辑出

版教科书的专门机构正式诞生了， 并标志着中国近

代教科书的产生。［１２］３教科书不同于传统教本， 它不

是对原典的直接选择， 而是在现代教育理念的前提

下进行重新编纂的。 其主要特点表现为：
（一） 以学科范畴规划教材

近代教育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西方学

科重新规划传统文化， 实现了对原典的重构。 从

经学科来看， 在 《奏定学堂章程》 中， 小学堂

和中学堂阶段， 《四书》、 《五经》 开始进入到

“读经讲经” 科， 而 “读经讲经” 与算数、 历

史、 地理、 体操、 中国文字等同为学科之一。 高

等学堂阶段， 经学科与理学、 政法、 文学、 医

科、 农科、 工科、 商科并列为学科之一。 １９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教育部公布 《大学令》， 第二条

明确规定大学分为文科、 理科、 法科、 商科、 工

科、 农科、 医科，［１３］６６３经学科在学科建制上被取

消， 这标志着在学科分类上， 西方的文、 法、 理、
工、 农、 医、 商 “七科之学” 正式取代我国传统

的经、 史、 子、 集 “四部之学”。 左玉河认为：
“１９１２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颁布之 《大学令》， 取消

经学科， 将其内容分解到史学、 哲学及文学等门

类中， 正式确立了七科分学之新学制体制， 这标

志着中国 ‘四部之学’ 在形式上完全被纳入到西

方近代 ‘七科之学’ 知识系统之中。” ［１４］３２９

民国以后， 中小学废止读经， 经学科失去生存

的空间。 在高等教育阶段， 经学科也被其余学科肢

解， 蔡元培认为： “ 《易》、 《论语》、 《孟子》” 等已

入哲学系， 《诗》、 《尔雅》 已入文学系， 《尚书》、
三礼、 大戴记、 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 无再设经科

之必要。”［１５］８６ －８７经学科的这种变化导致了 《四书》、
《五经》 这类经学教材以传统知识的形式进入到现

代学科中。 这种以现代学科知识为划分依据的教材

中， 经典的权威性被消解， 正如张汝伦所说： “按
照现代的学科分类， 它 （ 《论语》） 充其量是中国

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或中国文化史的文献。 教学

《论语》， 就像教学 《水经注》 或 《十七史商榷》
一样， 教者教的是历史典籍， 学者学的也是历史典

籍， 目的是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历史知

识。”［１６］２５５这一论述揭示了现代教材与传统教本的根

本不同， 即教材的选择和教授过程都是知识本位的，
编者、 教者、 学者都是以 “知识” 为中心展开， 而

且 “知识” 按照学科逻辑以教科书的形式来呈现。
（二） 以认知规律编纂教材

新式教科书的第二大特点就是教科书的编写

开始注重对学习者认知规律的遵从。 自赫尔巴特

以后， 心理学成为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例如

从教学过程的初始阶段来看， 传统教学法从

“立志” 开始， 而新式教学法则从 “明了” 或

“感知” 开始， 它们的区别在于传统教学过程靠

外在驱动力强迫学生学习， 而现代教学则注重按

照认知规律， 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动机。 商务印书

馆 《最新教科书》 编纂时就提到教科书编纂要

“由浅入深， 由近及远， 由已知及未知， 按儿童

脑力体力之发达， 循序渐进， 务使人人皆有普通

之道德常识， 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 世界万国

之学术艺能， 庶几拾级而登， 无或陨越”。［１７］５３４

从经学教材来说， 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庄俞就

批评道： “令无初辨之稚子， 以短促之四百小

时， 从事于 《孝经》、 《论语》、 《礼记节本》 三

大古书， 恐资质鲁钝者， 仅能成诵， 尚觉困难；
资质聪颖者， 亦不过囫囵吞枣， 食而不化。” ［１８］

罗振玉也认为： “各国教育最重德育， 其修身诸

书多隐合我先哲之遗训； 但必相儿童之年龄为深

浅之程度， 不似我之以极高深之圣训， 施之极幼

稚之儿童耳。 夫令儿童读极高深之圣训， 是何异

陈光施于盲人之前， 奏九韶于聋者之侧， 道则高

矣， 其如程度不合何？ 迄年岁既长， 知识日进，
则又将幼时所读之圣训弁髦弃之， 而专力于所谓

制举文字， 故中国名为尚道德教育， 其实则否

也。” ［１３］１５３显然传统教材没有考虑儿童认知规律

与教材呈现之间的关系， 而现代教材在这一方面

极大改善。
（三） 以课程标准教授教材

现代教材的教授过程中， 课程标准起到了指

９４



集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２ 卷　

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导作用。 课程标准规定了教育主导者期望学习者

达到的目标， 这一目标要通过教材的学习来实

现。 现代教材按照学科的不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知

识体系， 相比传统课程注重综合， 现代课程更加

关注学习者从浅入深的专业学习。 教科书是按照

课程标准对学科内容进行系统阐释而形成的文

本， 它是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媒介。 教科书

的编纂不是随意的， 而是要依据课程标准而进

行。 在编纂过程中， 可以选择不同的内容， 以不

同的形式最终达到课程标准规定的目标。 这就预

示着教科书的编纂要有大致相似的基本内容， 例

如某一学科的核心知识要在教科书中呈现， 这也

成为教科书区别于其余著作的根本特点。
现代教材的教授过程要依循课程标准的设

计。 传统教材的教授过程则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例如教师先教 《论语》 还是先教 《孟子》， 采用

“三、 百、 千” 开蒙还是利用 《唐诗》 或 《诗

经》 开蒙， 主要由教师来决定。 现代教材是严

格按照知识逻辑的结构来形成的， 蒋维乔在民国

商务印书馆编的小学教科书中提到： “初等小学

第一年， 因儿童识字不多， 故第一册全用图画；
二册以下， 始用格言； 三册则引用古事之可为模

范者， 皆每课附以图画， 共计十册。” ［１９］１４３ 这些

教材是按照学制阶段严格匹配的， 实际教学中只

能按照第一册到第十册的顺序来进行。 高等教育

阶段的专业学习， 教科书的编排次序更加明显，
只有按照课程标准先教授专业基础课程， 才能开

展专业课程的学习。 课程标准成为现代教材在编

写、 教学、 评价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依据。

三、 “新子学” 视域下原典教材
的编纂构想

相比起当代新儒家强烈的教化冲动， 新子学

在教材编纂领域起步尚晚。 方勇教授指出： 所谓

“新子学”， 就是要突破传统四部分类法， 把子

学作为学术思想主流去把握， 对于纳入经学的孔

子、 孟子等作离经还子的处理， 明确区分经学化

的儒家与子学化的儒家， 重新清理和整体考察历

代子学， 寻绎中国学术的内在肌理。［２０］ “新子

学” 的提出是对西学学科割裂传统经典的一次

反动， 在问题意识、 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上试图

进行一次传统文化的重构。 “新子学” 的研究范

式要求整体地看待原典教本， 而不是进行学科化

的切割， 对于建构新的原典教育方式意义重大。
对比传统教本和现在教科书的特点， 我们认为新

子学教材编修方面至少要进行如下的改进：
（一） 超越西方学科规范重新构建 “新子

学” 教材体系

从原典教本的沿革来看， 在 “西学东渐” 的

风潮中， 现代教育完全抛弃了儒家原典的教授模

式， 中小学废止读经， 高等教育阶段以文史哲等

西方学科模式和理论重新规划原典的内容， 并将

其纳入哲学、 文学、 史学、 美学、 社会学、 教育

学等各个学科， 这种分科繁荣了各种新的词汇和

理论， 却彻底扼杀了经典作为整体的思想脉络。
西方的学科理论给予了理解传统经典的视角， 但

是也产生了 “以今观古” “以洋观中” 的弊病。
“新子学” 理念提醒我们超越学科界限， 回

到经典本身， 将先秦诸子放在整体、 平等的角度

去看待。 先秦诸子的思想是完整的、 统一的， 这

就预示着从某一学科角度去看经典， 只能如盲人

摸象， 观其一端。 在新的子学教材的编纂中要注

重原典作为整体的统一性， 在教材设置上， 让学

生直接接触原典， 恢复经典的育人职能。 现代教

育过于注重知识的授受， 忽视了经典的育人职能。
脱离学科范畴下将原典作为知识授受的弊病， 回

归原典育人与传承的本质是文化复兴的努力方向。
（二） 在 “新子学” 理念下重新认识经学教

材的地位

退出经学系统的儒家教本同时失去了原有的

光环， 成为与其他知识平等的资源。 传统教育

中， 在 “尊经崇圣” 的意识形态下， 把经学看

成 “万古常道”， 放置于教育的中心位置。 “新
子学” 的提出揭示了子学才是推动传统学术演

进的核心动力， 从整体平等的角度去认识经学，
才会批判辩证地看待经学的利弊之处， 从而真正

揭示经学教材的现代价值。
当前， 全球教育改革中， 核心素养成为最受

瞩目的焦点。 文化理解与传承， 审辩思维、 创新、
沟通、 合作成为未来人才必须具备的五项基本素

养， 其中文化理解与传承成为 ２１ 世纪核心素养的

首要方面。 文化的理解、 认同和践行是个体民族

认同、 国家认同的前提， 塑造现代中国人要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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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一切优良元素。 这就预示着传统文化

教育不应该再走向崇经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道路，
而是将古代经典放在同等标准下去考量， 构建反

映当代和未来核心价值的经典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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